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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20年代,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市场和资本力量的强势崛起使得中国

的现代性从早期对民族国家的想象日益嬗变为对都市文化和现代生活的想象,带有现代性印

记的 “摩登女郎”女性形象应运而生。她们所引领的都市流行风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成功地

在中国动荡年代风靡了整个社会,建构起 “摩登时代”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也投射出国人

对现代女性以及现代生活的想象。但随着国内民族危机的不断加剧,“摩登女郎”及其构建的

消费文化遭到官方政府和社会舆论不遗余力的围剿, “摩登女郎”被冠以 “帝国主义的推销

员”与 “时髦的叛国者”的罪恶头衔,为都市女性群体的时尚观念以及消费行为强加上一层

民族主义的色彩。但 “摩登女郎”用消费时尚的行为和言论斥责,对官方政府和社会舆论的

规训发起了有力的反击与挑战,洋货入超的贸易数字出现了不降反增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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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20年代,西方新思想、科技进入中

国,加之大众传播媒介的助力,新式女性 “摩登

女郎”开始大量涌现,一举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现

代都市文化的象征符号之一。目前,学界关于

“摩登女郎”的研究颇丰,集中在美术设计、女性

身体的解放、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与消费主义的

结合、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关系等方面。譬如姜云

飞[1]考察了 “摩登女郎”在政治、消费和性别三

种意识形态之间 博 弈 的 图 景;赵 凤 玲[2]、王 树

良[3]等发现了 “摩登女郎”的形象体现了权力对

女性身体的规训,女性身体在此过程中被符号化、

商品化;陈惠芬[4]认为 “摩登女郎”在20世纪初

参与到现代上海外观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中,成为

都市 “印象整饰”和景观生产的重要部分。

通常,女性服饰并不仅是时尚、审美问题,

也往往同政治演变、社会进程等相互联系。“摩登

女郎”是在上海进行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涌现出

的一批新式女性,其所代表的都市女性群体形象

颠覆了以往的传统女性形象,并通过大众传播媒

介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当时国人对于日常生活方式

的想象和实践,从而得以将宏观的现代性理念引

入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推动了中国的现代性进

程。而本文所要关注的是当时大众传播媒介上呈

现的 “摩登女郎”形象,试图展现当时这一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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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形象如何风靡中国社会;该群体形象的风靡

与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有何关联;在民族危难之时,
民族主义政治话语如何影响大众传播媒介上 “摩
登女郎”形象的演变;官方政府和社会舆论又是

如何评价这一女性新形象;“摩登女郎”对此又作

何回应。

一、时尚新潮:“摩登女郎”
成为都市现代女性

  1842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与

英国签订 《南京条约》,规定 “开放广州、厦门、
上海、福州、宁波五口为商埠,许英人居住贸易,
并设领事”[5]。随后,英、美、法相继在上海设立

租界,上海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此同

时,中国近代社会进入了内忧外患的局面,先进

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富国强兵的自救道路,以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范本,尝试通过对 “器物”到

制度再到思想文化上的现代性追求,实现中国近

代社会的现代性启蒙。所谓现代性,如吉登斯所

言:“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

工业文明的缩略语”[6]。依据马克思的 “三形态”
理论,现代性在根本上发源于 “社会结构转型”,
由以 “权力”为主导的社会结构转向以 “物”和

“个人独立”为主导的社会结构。[7]至此,中国传

统社会开始进行向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由自然

经济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

工业社会,从而使得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得以解放,
个人变得相对独立,个体意识开始萌发。

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是中国沿海的最

大都市,是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也是

全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最集中的地区。[8]市场和

资本力量的强势崛起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从早期对

民族国家的想象日益嬗变为对都市文化和现代生

活的想象,新兴的西式生活方式通过大众传播媒

介日渐渗透进上海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民众生活

日趋市场化、社会化、大众化[9],这也正体现了

现代性 “世俗化”过程。许多西方资本家抢占中

国市场,往上海进驻资本,大量倾销洋货。与此

同时,明末清初萌芽的民族资本也建厂投资、制

造新式商品,与西方资本企业抢夺市场。

以上海都市社会为基础,带有现代性印记的

“摩登女郎”女性形象应运而生。摩登是从 “mod-
ern”一词翻译出,它的真正定义应是: “一种新

时代征兆的表现,站在时代的前驱,行使着领导

的权能;不仅属于外表的典型,尤注重于内在的

实质,是科学的,是艺术的!”[10]在20世纪20年

代末出现时,有人在 “现代”意义上使用它,有

人则在 “时髦”的意义上使用它,但到30年代,
“时髦”的意义远远压倒其他意义, “摩登”的所

指也就日渐狭窄化并固定下来。[11]此后,只要是一

种流行的事物样式,都加上 “摩登”二字。[12]1934
年出版的 《新名词辞典》对 “摩登女”的解释是:

ModernGirl指时髦的女子,具有外国趣味、某程

度的生活保证、性的解放主义。[13]由此,30年代

上海都市中出现的 “摩登女郎”特指那些站在时

代风尚的前列,风姿绰约、性感丰满、追求西式

生活方式的都市新女性们。
“摩登女郎”作为新的女性形象的出现并非偶

然,与当时中国本土的现代性进程息息相关。随

着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生,具有民族忧患

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从西方引进了现代的民主和

科学等观念,促进了理性意识的形成。此时伴随

着对女性教育的普及,大量女性开始走出闺房,
且 “投身职业界者颇多,尤以加入政府机关者为

众”[14],女性的个体意识开始觉醒,自我认同得以

提升。她们向传统的审美认知发起挑战,开始引

领现代性的时尚潮流,烫发、裸足、露肩等不一

而足,成为现代都市文化的象征符号。其实,早

期月份牌等呈现的女郎形象多是带有传统元素的

古典仕女,社会思潮的变革使得女郎形象逐渐转

向现代都市新女性,这也体现彼时国人对现代女

性形象的想象。月份牌、杂志、电影、广播等大

众传播媒介就像晴雨表一样洞察社会时尚风潮的

变动,它们以新出现的都市新女性的精美装饰、
新社会风尚和礼仪作为仿照的重点,生产了大量

风姿绰约的 “摩登女郎”形象。
“摩登女郎”为社会提供了大量有关女性的身

体美、妆扮美、服饰美、行为美的话语标准。当

大众传播媒介为女性的容貌、身体、服饰提出一

系列具体的美的标准时,一套与之相符的价值观

也随之出现,即那些同各种美的标准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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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互相生产的行为,才被确定为美的行为,这

才是女性应该追求的时髦生活方式。[15]比如,塑造

健康性感身体的健身运动成为符合新式时尚的生

活方式,高尔夫球、交谊舞、游泳、网球等运动

成为众多女性追逐的时尚娱乐生活方式。 《良友》
第99期刊登了10位 “标准女性”,其中三位是

“如杨秀琼之入水能游,如郑丽霞之舞艺超群,有

林鹏侠之冒险精神”[16]。可见,这种西式的健身运

动、冒险精神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之大,乃至上

升为一个时代女性楷模的标准。
“摩登女郎”这一时尚现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

进行自上而下的渗透式传播,从较高阶级流行到

较低阶级,从上海大都市流行到内陆城市。当时

上海的摩登女性以西方为楷模,欧美时尚的每一

次流变都在她们中间引起了 “飓风”般的反应,
“飓风”之余绪或 “翻版”却成了本土其他大中城

市或小城女性模仿的对象。[17]当时有人对此时尚传

播路径进行描述:“在都市的妇女,受着欧风的影

响,大半都是把眼光放在物质虚荣上,与生存并

立着竞争;内地及劳动的妇女,为都市妇女之马

首是瞻,竞相模较”。[18] “摩登女郎”便在中国动

荡年代风靡了整个社会,该女性群体产生于中国

本土的现代性进程中,同时又通过自身引领的现

代性时尚潮流反过来推动社会向资本主义现代化

发展,使国人对现代性的想象深入到民众微观的

日常生活领域中。

二、时尚消费:“摩登女郎”成为

“帝国主义推销员”与 “时髦叛国者”

  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逐

渐提高,民族工商业和西方企业的竞争全方位展

开。但 “1931年以后,英镑、日元、美元相继贬

值,金贱银贵,中国贸易条件恶化”,加之 “九·
一八”事变使日本帝国掌握了中国东三省的市场,
国货产品丢失了东北市场,而 “东北是历史上中

国唯一的贸易出超地区”。[19]除此之外,“民国成立

以后,灾害也是连年不断”[20]。这一系列事件使得

国货销路日益狭窄,市场萧条,工商业日渐凋敝。
时人焦虑道:“社会上又多奇怪事,国内工商业凋

敝的情形,列强在加紧地宰割着国土,国内的天

旱人祸又互相煎炙。”[21]国货运动便在中国内外交

困之时被发动起来,积极动员国民消费国货,以

爱国主义的名义为个人的消费行为正名,将消费

国货视为 “扶危救亡的唯一出路”。
在上海地方协会等团体的倡议下,1933年被

定为 “国货年”。[22]然而,宣传国货的热潮并未改

变年末贸易入超的局面,中国经济问题依然十分

严重。《妇女共鸣》杂志曾刊登 “兹据国际贸易局

指导发表本年自一月至十月,各国进口之香水脂

粉价格,已达一百三十九万八千六百六十四元”,
强调 “香水脂粉,均为妇女之化妆消耗品,事物

虽小,每年漏巵外溢,数亦可观”。[23]对于国货年

的失败,有言论称:“去年是国货年,提倡国货已

经好几年,而成效殊少,其最大原因,实妇女界

未能热心提倡,国家所需物品,多由妇女来主管,
今妇女不购国货,则国货当然不易发展”[24]。当

时,一般意义上的国货多数是日常生活用品,而

当时的妇女多为家庭操持者,掌握着购买家庭日

常生活用品的主导权以及家庭消费的大权。因此,
社会舆论认为选择国货还是外国进口货的大权就

掌握在家庭妇女的手上,认为 “唯有她们,才有

购买力,只有她们,才配抵制仇货”[25]。所以,上

海地方协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妇女提倡国货会

等六个团体,基于 “社会之组织,始于家庭,而

家庭之组织,乃以妇女为主题”的认识,将1934
年定为 “妇女国货年”。[26]

1934年,国货倡导者们积极发动广大妇女购

买国货,当时的国货标语为 “妇女如能率领家人,
服用国货,就等于率领将士,在疆场上为国杀

敌!”[27] 《申报》曾强调:“中国民族起死回生的唯

一生机,在挽回经济的劫运;而挽回经济的劫运

的重要关键,我敢说是操在妇女界手里,尤其是

都市的摩登妇女们!”[28]可见,当时为了扩大国货

年的影响,国货倡导者和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积极

将国货运动的声音纳入到当时的媒介中来,并采

取了以民族现代性为旗帜的巧妙方式。然而,岁

末的海关贸易报告打碎了人们对妇女国货运动的

期待。当时国际贸易局发布,“本年六个月香水脂

粉进口总数折合国币八十五万余元,衣服上之花

边亦达五十七万余元”[29]。面对大量的洋货,尤其

是包含大量都市妇女所消费的化妆饰品等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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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进口中国市场,各界毫不犹豫地将社会舆

论的矛头指向都市妇女——— “摩登女郎”,因为

“这些香水脂粉花边绝对与农村妇女无干! 农村妇

女一无钱买香水,二无闲擦粉,三无服用花边的

摩登技能。无疑的,这一切都是繁华城市的有闲

有钱有知识的享乐太太小姐们干的勾当!”[30]

当时,英美烟草公司、先施百货公司等中外企

业雇佣一大批中国画家设计出大量 “摩登女郎”销

售洋货的图画,通过广告招贴、月份牌、报纸、广

播电台等大众传播媒介使消费洋货的行为深入上海

市民生活中,大幅度提升洋货的销售额。相较于推

销产品,“摩登女郎”推销的欧美时尚观念、西式

生活方式和现代性的都市文化更引起人们的追捧,
西方的消费主义文化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风靡

一时。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形成和发展使得

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强调个体需求和自我表

达。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性的消极一面,在

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和资本的力量使得人们对物

质过度依赖和崇拜,人的虚荣、物欲、贪婪等被淋

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由此,将以 “摩登女郎”为主

的消费文化的盛行与洋货入超的数字结合起来,便

使 “摩登女郎”被斥责为 “‘丧心病狂’的 ‘洋货

推销员’”[31]。时人对此现状大力批判道: “所以近

几年来,洋货与摩登妇女,大有 ‘相依为命’之

势,洋货借摩登妇女为媒介,摩登妇女藉洋货以求

荣”[32],认为 “摩登女郎”消费洋货造成 “国产的

销路阻滞,金钱外溢,工商因资本的缺乏,不能改

良或振兴起来,国产品乃一天一天减少,工厂一天

天的衰落,失业的工人,一天天的增加,农村一天

天的宣告破产,是家经济形成了不景气的现象……
这样说起来,国家的盛衰,不能与我们无关,社会

的不景气,不能说有钱的无碍,尤其不能说与妇女

无干”[33]。
对此,1934年5月,《国货月报》第1卷第1

期上刊登了一幅漫画 《时髦的叛国者》,这幅漫画

描述了 “中国”就像一位穿着时尚的女性被 “外
国经济势力”所掌控;次月第2期上又刊登了一

幅漫画 《帝国主义的推销员》,这幅漫画描述了

“摩登女郎”的着装与行为正是在为洋货进行推

销。两幅漫画严厉斥责 “摩登女郎”在洋货消费

方面的普及作用,认为她们支持帝国主义、崇洋

媚外,造成中国市场被外国经济势力所掌控。当

时的演员们的着装多参照欧美演员,也因此被斥

责为 “个个是洋货的推销员者”[34]。本是西方文化

涌进时兴起的 “摩登女郎”,在 “消费国货就是救

国”的民族主义话语下,便在短时间内从 “都市

新式女性”转变成被人斥责的 “帝国主义的推销

员”,最终上升为 “时髦的叛国者”。由此,时人

劝诫 “摩登女郎”仿照乡村姑娘,“未始不能洗刷

‘妇女是洋货推销员’的耻辱”[35],呼吁 “小姐奶

奶太太呀! 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用国货就是爱

国,从今以后,请你们做国货推销员,稳可得个

爱国的美名,莫再给外国人去尽了义务不说好

啊!”[36]可见,从都市新女性到 “帝国主义的推销

员”“时髦的叛国者”,再到国货推销员,这一系

列的转变传达出的信息是:妇女消费时尚的行为

已被注入 “爱国”和 “民族主义”的情感力量,
两者密不可分。

三、权力规训:“摩登女郎”被官方

政府和社会舆论围剿

  “摩登女郎”在20世纪20年代本是大众传

播媒介的新宠,但这一地位伴随着 “国货年”与

“妇女国货年”的相继失败而告终。 “摩登女郎”
被作为假想敌,遭到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全面围剿。

1935年,杭州市妇女界发起了 “八不主义”的

“女子十人救国团”。所谓的 “八不主义”者就是:
不涂胭脂不抹粉,不画眉毛不烫发,不着高跟不

赤脚,不学跳舞不打牌,因这八件事被认为是

“妇女 堕 落 的 总 原 因,也 就 是 中 国 贫 困 的 致 命

伤”[37]。对 “摩登女郎”的抑制不仅局限于言语上

的攻击,还 通 过 政 治 权 力 落 实 到 实 际 行 动 上。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于南昌行营宣布发起新

生活运动。[38]新生活运动涉及大众生活的各个方

面,主要有四点:禁止行路吸烟;衣冠必须整齐;
取缔妇女烫发;提倡服用国货。[39]对于烫发染发女

子,国民政府认为 “我国各城市之妇女好赶时髦,
咸以散发及烫发是尚,非但绝不美观,抑且有害

健康”,便运用行政手段禁止全国妇女散发及烫

发,譬如取缔理发店的烫染器具、命令军人不得

与无发髻女子结婚、立院禁止男女职员烫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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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禁止女生抹粉烫发等。[40]

对此,宋美龄曾在采访中予以回答:“新生活

运动应从大处着眼,澈底改革我国人民生活之旧

习惯与恶习惯,而为复兴民族之基础……而近年

以来我国妇女颇多以趋尚时髦为荣,以致生活行

动多浪漫不羁,影响国家民族复兴之前途极为巨

大,深觉有澈底改革之必要,务使我国妇女能崇

尚朴素,保持固有之美德。”[41]毋庸置疑,“摩登女

郎”所构建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不断冲击着

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给中国传统社会结构

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脱域,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

和精神内涵被破坏。但在官方政府提倡妇女消费

国货的社会氛围中,新生活运动提倡的礼义廉耻

等传统美德仅仅成为抑制 “摩登女郎”消费时尚

的道德说辞,都市妇女的日常消费行为被政治所

裹挟,进而被上升到民族存亡的高度。
当时,国民政府为 “取缔妇女有伤风化及不

合卫生之奇装异服”颁布了 “取缔妇女奇装异服”
的办法,主要限制衣着和装束。在衣着方面,衣

着分为旗袍、短衣两种,长短大小有如下规定:
(一)旗袍最长须离脚背一寸; (二)衣领最高须

离颚骨一寸半;(三)袖长最短须齐肘关节;(四)
左右开叉旗袍不得过膝盖以上三寸,短衣须不见

裤腰;(五)凡着短衣者均须着裙,不着裙者,衣

服须过臀部三寸;(六)腰身不得绷紧贴体,须稍

宽松; (七)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

足,但从事劳动工作时,不在此限;(八)裙子最

短须过膝四寸。在装束方面:(一)头发,须向脑

后贴垂,发长不得垂过衣领口以下;(二)禁止缠

足束乳;(三)禁着毛线类织成无扣之短衣;(四)
禁止着睡衣及衬衣,或拖鞋赤足行走街市。[42]此政

令一出,江西、北平等地方政府便立即执行,由

省会公安局抄录并制就传单挨家挨户分送,认为

“遵照新颁服装章程,裁制标准服装,既合乎卫

生,尤觉得雅致,涤除颓风,增健体格,岂独女

界之光。抑亦我国家民族前途之幸”[43],若岗警发

现妇女不按照颁布的政令着装,便会横加干涉、
阻扰,妇女若敢抵抗,便会被押送进警察局惩处。

当时,“凡衣簿如蝉翼,裸腿不穿袜之一般摩

登妇女一律出园,不准听戏,俟换衣后再来。同

时门外亦有警士把守,凡是奇装异服一律挡驾,

毫不通融”[44]。警察若发现有女子仍 “短袖柳腰,
摇摆过市”,便当场剪掉女子短袖,以示众人。可

见,当倡导性的意见无法对 “摩登女郎”的行为

起作用时,那么政治权力便会大肆进入干扰。
官方政府不遗余力地对 “摩登女郎”这一时尚

新潮进行压制,与此同时,社会舆论也对此进行猛

烈攻击,内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诋毁 “摩登

女郎”形象,视 “摩登女郎”是 “娼妓的蔓延”,
舞女、按摩女、女招待、女店员等新兴女子职业也

深陷其中,被认为 “都是公开的变形的供男子玩弄

的娼妓”,甚至连党政机关的女职员也被套上 “花
瓶”的称号。[45]当时 《妇女共鸣》杂志发表了与之

相关的言论,认为 “摩登风习之罪恶,殊难罄数,
个人人格堕落,家庭幸福破坏,社会风尚偷惰,种

种弊习,已不一而足”[46];二是谴责 “摩登女郎”
消费洋货的行为,斥责其不爱国,常发表 “应以购

用外货为耻,而购用国货为荣,我们要知道,凡是

优秀的民族,无不乐于购用本国货的”[47]等内容;
三是认为 “摩登女郎”阻碍了女权解放事业的发

展,认为她们自甘奴化和堕落,使得中国妇女解放

运动停滞不前。总之,在这一时期,大众传播媒介

上对 “摩登女郎”的描述用词多是 “妖物”“魔鬼”
“现时代的精怪”“荡货”“尤物”“崇洋媚外”“享
乐”“堕落”“淫靡风气”等等。其实,政府权力的

规训和社会舆论的斥责更多体现的是国人在国势动

荡之时的不安、焦虑心理,也反映出当时国内民族

经济危机的加剧、中国民族工商业在与西方资本竞

争市场时所处的劣势地位。

四、洋货反超:“摩登女郎”的

反击与挑战

  “妇女国货年”的号召、官方政府的规训和

社会舆论的围剿均未使得香水、脂粉等洋货的进

口数量减少,这一数量反而呈现出增加态势。根

据当时国际贸易总局的报告显示:本年六个月,
香水、脂粉进口总数折合国币852484元,相较于

去年全年进口总数150余万元有后来居上之势;
衣服上花边六个月内进口为577962元。[48]妇女口

中咀嚼用以替代口香之留兰香糖的六个月的进口

总数计238855元,仅六月份进口达26348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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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消耗于上海贵族家庭、妓院、电影等游戏场

合。[49]至 八 月 时,全 国 香 水、脂 粉 总 计 输 入

1155115元,较去年同期增7万余元;其中上海市

输入总计873999元,占全国7/10以上;仅八月

份,全国输入总计148977元,上海市输入总计

119815元。[50]九月份,妇女衣饰所用花边进口为

17400元,连同今年八个月进口总数为238802元;
真假首饰九个月的进口数为248948元。[51]到了年

末,妇女化妆用品及衣饰用品的进口数达200万

元之多,其中上海占到3/4。[52]高额的贸易数字使

人不禁发问,为何声势浩大的 “妇女国货年”并

未降低洋货进口数量,贸易数字反而日渐增加呢?
决定消费行为最重要因素之一是产品的价格

和质量。国货的品质与价格均无法与洋货媲美,
“你看,国产的物品,和外国所构造的,为什么有

着那样的差别? 在价格上,在样式上,我们自己

乐于采用外国货,这是什么力量? 质地那么好,
图案那么艺术,价格那么低廉,合于时代服用上

的需要,购买的人,自然是向着那方面走去”[53]。
妇女们大声疾呼国货丝袜 “不能与外国进口来的

丝袜竞争”。而当时 “妇女国货年”的倡议者们仅

仅是高举 “爱国”“抗敌”的旗帜去强调妇女的消

费责任,而忽略影响消费者消费的最基本因素。
但除了产品质量和价格外,当时的社会时尚风潮

中崇洋的消费主义文化盛行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自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中国社会开始参

与进现代社会转型的潮流中,大量进入中国市场

的洋货便日渐影响中国传统的消费方式,崇尚洋

货的社会风气开始形成,“这种极端爱用洋货的风

气,由国外传入租界,由租界蔓延都市,由都市

侵淫乡村内地”[54],最终成功地建构起 “摩登时

代”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早期中国社会以启蒙

为旗帜的现代性追求被替代,西方消费主义文化

在中国社会大行其道。随着中国城市近代化的不

断推进,这种 “摩登”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崇洋

文化不仅在阶层之间和性别之间穿梭蔓延,同时

也随社会流动实现空间上的流转广布,最终渗透

进社会各大阶层,横向扩散至中国城乡各地。[55]整
个社会的崇洋文化便自然成为洋货贸易额数字不

降反升的主导因素之一。
可见,国货运动的失败可归结为诸多因素,

但官方政府和社会大众将高额的海关贸易数字仅

与 “摩登女郎”消费洋货的行为联系起来,认为

“妇女们没有脚踏实地群策群力去干,尤其是一般

小姐,太太,把自己应负的使命都忘记了”[56]。这

便引起了都市妇女愤怒的回击: “什么不好的事,
都是寻着女人,女人都是 ‘祸水’! 难道男人就不

会说是 ‘祸火’! 东四省的被沦亡,是陪女人跳一

夜舞跳掉的,开口 ‘商女不知亡国恨’,闭口 ‘商
女不知亡国恨’,那末 ‘商男’一定知道亡国恨的

了? 请问贩卖亡国恨者又是谁? 不是 ‘商男’,难

道又是 ‘商女’不成! ……你们男子们骂女人,
是最不负责任的,可说完全在谩骂,例如,就以

奇装异服说罢,把握着奇装异服的钢剪在作俑的,
还不是你们男子……制盾者亦是男子,生杀予夺

之枢纽,都操在你们手里。想起提倡者是你们,
高呼取缔者亦是你们。一切都凭你们情感的喜怒

为转移,叫我们何所适从?”[57]

如此激烈的反抗言论表明,都市妇女对于将

内忧外患的国势强加在妇女消费行为上的做法是

极其恼怒、气愤的,也表明轰轰烈烈开展的妇女

国货运动对都市妇女追求时尚新潮的行为并没有

产生较大影响,反而遭到抵制和攻击。其实,洋

货入超是全民参与的结果,众多的中国男士也参

与其中,当时女性声言 “如果真正要提倡国货,
‘男子国货年’,实在也是不可少的”[58],但 “男子

国货年”并未出现,身着进口西装的男性也未被

大众异议,只出现了 “妇女国货年”,也仅要求妇

女承担洋货入超的事实,承担民族危亡的政治责

任。这一系列社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在

当时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官方政府和社会大

众在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洋货入超日渐上

涨的现状时,会不约而同地将问题和焦虑转移到

“摩登女郎”所代表的女性形象上,从而摆脱民族

危机带来的政治问责,这是男性精英们在寻求救

亡图存的道路上找到的一条捷径。时人也曾在大

众传播媒介上冷静分析道: “政治人员的人格破

产,这是整个社会应负责的。不应该将那整个的

不好现象,加在妇女的头上……提倡国货,国货

的不振兴,是整个中国人应该负责的,不只是妇

女们的责任。”[59]

在铺天盖地的国货倡导言论和对 “摩登女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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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斥责声中,都市妇女们也勇于发出不同的声音,
质问大众为何不斥责同样身着西装的男士和外国

女士,“上海的西装店多半是做男人们的生意,西

装的料子,虽是比国货美丽而适体,却是一套衣

服,起码总是三十五十的方得上身,这样的价值,
也就不 小 了,偏 偏 还 有 许 多 少 年 着 了 西 装 迷

呢!”[60] “如其说妇女 ‘光腿’ ‘裸肘’,就算奇装

异服,就会有伤风化,那末友邦妇女的在中国者,
尤甚于此,为什么就不伤风败俗……男子穿西装

为什么就不犯法,而中国的法定的大使,公使的

官服为什么又采取外国的式样呢”。[61]

五、余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动乱年代中相对稳

定的时期,月份牌、报纸、杂志、电影、广播等

大众传播媒介的助力使得女性的身体在中国的现

代性进程中进入了公共视域,“摩登女郎”便在此

过程中风靡上海,乃至整个社会。但这一新女性

形象在不同的时期也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寓意,
最初的 “摩登女郎”被认为是现代时尚新潮,即

都市新式女性;但在近代中国面临时局动荡、民

族工商业被外资企业挤压之时,“摩登女郎”便被

冠以 “帝国主义的推销员”的头衔,更有甚者斥

责其为 “时髦的叛国者”。称谓的转变被时人解释

为:“国货的不能提倡,利源的外溢,都是妇女的

罪过”,妇女们犯下 “不可饶恕的罪过”,认为

“妇女们赶快起来提倡国货是一种赎罪的表示”。[62]

男性精英们在民族主义的话语下将政治危机

转嫁给 “摩登女郎”这一女性群体,这与当时社

会呼吁女性解放,追求男女平等的观念背道而驰。
因为都市妇女群体中有大部分女性勇于走出闺房,
踏入社会大熔炉,继而投身到水深火热的社会改

革进程中,作为都市新女性的她们颠覆了传统的

父权制性别规范意识,其 “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有

着自我主体性,是作为一个 ‘人’的存在”[63]。虽

然 “摩登女郎”建构的 “摩登时代”的消费主义

意识形态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诸多影响,但其中

所蕴含的女性自我意识提升和自我认同觉醒更具

有时代意义,是女性解放事业中的一部分。但官

方政府和社会舆论并未认识到其中的积极效应,
仅只有一小部分女性在进行反击。可见,女性主

体意识在当时是十分薄弱的。
从文化输入的角度而言,西方文化的引进使

得中国传统封建文化走向没落,“摩登女郎”大胆

的着装和激进的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会动摇旧

有文化的根基,这对固守传统的人而言便是严厉

的讽刺。因为 “女郎们都一旦 ‘摩登’起来,女

郎们之 ‘摩登’都像现行态的趋势扩大化起来,
是足以摇动中国社会许多基础组织的,起码也将

影响到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儿童养育等等的事。
而这些又都是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有实际密切的

关系的。”[64]由此,“摩登女郎”的消费行为与社会

现行秩序息息相关。由此,以礼义廉耻为原则的

新生活运动便成为规训 “摩登女郎”的道德说辞。
但在冲击由摇摇欲坠的旧文化维系的社会秩序时,
新文化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不断上涨的洋货进

口数字便是佐证。
其实,大众传播媒介所呈现的 “摩登女郎”

这一女性群体形象的演变投射出的是当时社会现

实状况的变动。在五四运动时期,西方的文化思

想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是一股新鲜力量,是

救亡图存的道路上的一剂良药,但随着西方经济

势力在中国市场中扩张与中国民族危机加剧,整

个社会便将矛头指向 “摩登女郎”,本来具有的都

市新女性的形象也在民族主义话语中演变成 “帝
国主义的推销员”与 “时髦的叛国者”。

(责任编辑:姜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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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ialistSaleswomen”and“FashionableTraitors”?
———TheMediaRepresentationoftheRepublican“ModernGirl”

inNationalistDiscourse

TanLi

【Abstract】Inthe1920s,WesterncultureenteredChina.Withthestrongriseofmarketandcap-
ital,China’smodernitygraduallyevolvedfromearlyimaginationofnation-stateintotheimagination
towardsurbancultureandmodernlife.Thefemaleimageof“ModernGirl”imprintedwithmodernity
cameintobeing.“ModernGirl”ledanurbanfashionwhichsuccessfullyswepttheentiresociety
throughmassmediaintheturbulenteraofChina,constructingtheconsumeristideologyof“Modern
Times”whileprojectinganimaginationtowardsmodernfemaleandmodernlife.However,asthena-
tionalcrisisintensified,the“ModernGirl”andtheconsumerculturetheyconstructedwereroundedup
bythegovernmentandpublicopinion,andthe“ModernGirl”werelabeledas“ImperialistSaleswom-
en”and“FashionableTraitors”.Thegovernmentandpublicopiniontriedtoimposealayerofnational-
ismonthefashionconceptandconsumingbehaviorofurbanwomen,butthe“ModernGirl”launcheda
severecounterattackandchallengetotheregulationwiththeirrebukeandbehavioroffashionconsump-
tion,andthetradefiguresofforeigngoodsintothecountryincreasedratherthandeclined.

【Keywords】“ModernGirl”,Modernity,TheDomesticProductsMovement,Nationalism,Foreign
GoodsSales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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